講題：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吳文星

壹、教學目標

1. 理解日治時期台灣殖民教育之內涵。

2. 理解日治時期台灣殖民教育的主要特徵。

3. 理解殖民教育對台灣社會之影響。

貳、摘要

日治時期為台灣近代西式教育制度之發軔期，並開啟台灣教育史的新紀元。台灣總督府本乎漸進的同化主義、差別待遇之原則，建立台灣西式新教育制度，以初等教育為重點，並以日語教學為課程中心，此一具現代化取向的殖民教育對台灣社會現代性的形成頗有促進作用。然而，因偏重初等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明顯不足，台灣人始終欠缺充分且公平的升學機會，因此，台灣人有志青年不得不遠赴日本升學；同時，激發台灣人的不滿和自覺，成為反同化之動力。以日本為媒介，台灣人接受現代西方文化、基本科技，以及新思想、新觀念，台灣文化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

參、本文
1、 前言

就教育制度觀之，日治時代為台灣近代西式教育制度之發軔期，並開啟台灣教育史的新紀元。然而，此一制度之建立主要目的在於貫徹殖民政策，因此，其與當時日本國內的教育體制截然有別，不論教育的形式或內容均具有特殊性。向來對此一教育之評價隨者時代之推移而臧否不一。1910年代前後，英、美等列強紛紛肯定日本在台灣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殖民政府，正積極實行開化台灣的政策，俾使台灣成為一個文明化的地區；指出在教育方面，新式的公學校設施遠較傳統書房優越，且已遍及全台，不過，仍未普及，且供不應求，尤其是中等以上學校明顯的不足，以致台灣社會中、上階層紛紛將其子弟直接送到日本國內接受較好的教育。此一時期，學者新渡戶稻造向西方世界宣傳「台灣經驗」時，亦強調教育住民為台灣總督府五大殖民政策之一，略謂台灣的經濟狀況已顯著的改善，故總督府正嚴肅地考量台灣住民的教育問題，開始在各村落普設學校。

日治中、後期出版的台灣教育史書籍，無不本乎統治者的立場和理念，系統地縷述殖民教育法規和制度整備之過程，及其對「文明化」台灣社會之作用，似無視於被統治者的立場和反應。

戰後初期，國內學者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將殖民教育視之為「奴化」或「愚民」教育，而否定其價值，甚至刻意抹煞其現代化之作用，例如許恪士強調台灣現代化教育始於劉銘傳撫台時期，而非日據時期；書房在日治時期維護了中華文化，使光復後推行國語事半功倍；另又表示「皇民化」根基已固，使得光復後「祖國化」改革短期內極為困難。汪知亭則稍能跳出意識形態之窠臼，一面批判殖民教育目的和內容，指出其為達成「皇民化」而不擇手段；一面肯定殖民教育制度和技術，指出其初等教育重視公民訓練和體育衛生、教師富敬業精神、中等教育重視職業學校，高等教育重視應用科學和學術研究等。

至於日本學者，亦大都對殖民教育採批判態度，開始關切台人的立場和反應，例如上沼八郎指出兼具「同化」和「現代化」雙重性格的殖民政策，具有「光明」、「黑暗」兩面，作為貫徹殖民政策的手段之一的殖民教育自不例外，「光明」面易獲得殖民地民眾肯定，「黑暗」面則遭致否定。總之，評價難以一概而論。

儘管各方之評價不一，惟不可否認的，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是近代台灣杜會、文化變遷的主要動力，而五十一年間所建立的教育規模和基礎，更是對戰後台灣教育之發展具有不容忽視之影響。職是之故，若要較確切地掌握近代台灣社會、文化變遷及教育發展脈絡，實宜對此一時期教育之實況、主要特徵，以及台人之因應和態度等作適切的瞭解。

茲概述日治時期台灣教育之內涵、特徵及其對台灣社會之影響等如下﹕

二、漸進的同化、現代化教育政策與差別待遇教育制度

明治維新後，日本即積極模仿西方，建立統一的學制，進而於1886年確立國家主義教育政策，旨在教育國民維護日本固有的語言、習俗、制度及國體等，以奉戴萬世一系的天皇為最大榮譽和幸福；亦即是以培養國民忠君愛國思想為最終標的。由是而建立近代日本的國民教育制度。同時，此一教育制度呈「啞鈴」狀之特徵，一方面造就具備指導政經所需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之社會精英，一方面則透過普及的初等教育使國民具有基本的識字能力、經濟知能及政冶服從性。其結果，中日甲午戰爭前現代化較深刻的日本社會已漸產生「進步的日本」、「落後的亞洲」之優越意識。

領有台灣之後.在經營殖民地之經驗和準備兩皆缺乏下，總督府乃本乎漸進主義原則，採順應現實需要而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政策，因此，迄至1919年台灣教育令頒布之前，乃所謂台灣教育的試驗時期，總督府並未確立台灣教育之根本政策。儘管如此，在上述國家主義教育思潮和現代化意識之驅使下，總督府當局自始即以教育作為同化和開化台人之手段，故旋即設立以日語教學為重心的初等教育設施─國語傳習所及六年制公學校，制定規則，管理傳統書房，使之成為公學校的輔助機關；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極不完備且欠缺制度，僅先後設立修業三〜四年的國語學校（案：「國語」即日語之意，因係機關名稱，故襲用原名，下同），以培養初等教育師資及公私業務人才；修業五年的醫學校，以造就醫事人才；修業半年至二年的農事試驗場及糖業講習所，以及修業三年的工業講習所等，作為職業教育機關，以訓練初級技術人員。此外，1915年，因台人的請願及捐資，而設立四年制的公立台中中學校。

對於原住民則另設蕃人公學校，1914年另頒「蕃人公學校規則」，修業年限僅四年，較一般公學校短少兩年，連課程、教科書等亦異於一般公學校。對於來台日人子弟，總督府則據日本的小學校令及中學校令，別設小學校、中學校等，施以與日本國內相同之教育，俾使其回國接受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則設有工、商業學校各1所，另於醫學校附設醫學專門部，為日人子弟高等教育機關。要之，此一時期台灣教育並未制定一固定制度，而是因應需要發展，逐漸形成台灣人、原住民及日本人等三個系統的差別待遇教育。台人子弟所接受的初、中等教育全然異於日本國內，僅限於台灣總督府為統治及開發殖民地台灣所需的日語教育和初級技術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為因應民族自決之時代思潮、日本帝國主義之昂揚及民主運動之盛行，以及台人民族自覺所造成的新威脅等內外危機，不得不「改革」台灣統治方針，以強化對殖民地的控制。因此，1918年總督府明揭同化主義施政方針；翌年，根據差別原則，頒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台灣人的教育制度。

當時提供給350萬台人的教育機關，除收容四分之一學齡兒童的公學校之外，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僅四年制高等普通學校1所、三年制女子高等普通學校2所、五年制師範學校2所、三年制工業、商業及農林學校各1所、六年制（預科三年、本科三年）農林及商業專門學校各1所、八年制（預科四年、本科四年）醫學專門學校1所。然而為了不及20萬之在台日人，則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置五年制（得另設修業一年之補習科）中學校2所、四年制高等女學校3所、五年制（預科二年、本科三年）工業及商業學校各1所、三年制高等商業學校1所，以及師範學校、醫學專門學校兼收日籍學生（參閱附圖一）。由上明白顯示，非僅嚴格的隔離政策依舊，台人的教育機會仍頗受限制，修業年限及程度均低於日本的同級學校，亦即是台人不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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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教育制度當然無法滿足台人長期以來的教育要求，甚至連日本開明之士亦覺不當而紛加指責。故總督府旋標榜「內地延長主義」，強調將以普及教育、提高台灣文化為首務。1922年，復頒布「新台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學校除外）取消台、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開放共學。此後，台灣中等以上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於是除在各地紛紛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等之外，另創立七年制高等學校（大學預備教育機關）1所，原各實業專門學校改制為三年制高等農林、商業及工業學校，以及四年制醫學專門學校，專收中學畢業生，並於1928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參閱附圖二）。

[image: image2.jpg]17
B
16 E."i
11> T WL
j(IZH El
1 |||
IR AE
o Bl ele|Tl
|||
u = W el
7 Ml o sl el
= m%":‘L =
9 = % =
@ ~7"
8 % L Bl S
: &8 e 7
H 5 wle @ g #
6
5 IS
4
3 m
74
1 #
0

B : —A==5F TEBNES ) HECBHIRE




表面上，從此台人可以接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惟實際上，差別待遇的本質不變，共學的結果只是為迅速成長的在台日人子弟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台人子弟並未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在各種設限下，台人子弟能進入較高教育機關的人數反而日減，因而出現一反常現象，即台人子弟至日本國內升學反較在台容易。矢內原忠雄等有正義感之日人再三呼籲總督府確實做到「教育機會均等」，台人有識之士則不斷批評和抗議，要求總督府增設學校和改革不合理之處，然而，迄至日治結束，總督府並未在制度上作根本的改革。

1930年代起，總督府利用社會教育，加強普及日語、灌輸日本國民精神等同化措施。尤其是1937年日本全面對華發動侵略戰爭後，在台推動「皇民化教育」，首先，斷然廢除公學校漢文科；接著，於1941年配合日本國內初等教育學制改革，將台灣的小學校、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惟仍以「為真正確保教育效果，必須考慮台灣之實況」為藉口，課程內容並不與日本國內一致，將課程分為第一、二、三號表，第一號表比日本國內多實業科，第二、三號表較第一號表更重視日語、實業兩科，規定「過日語生活家庭」之子弟入「第一號表國民學校」（即原小學校），其餘家庭之子弟則入「第二、三號表國民學校」（即原公學校、蕃人公學校）。

1943年，實施義務教育，但學生入學限制仍照前述規定，同時，強調廢除書房；並比照日本中等以上學校學制改革，修改各級學校法規，刷新教育內容，縮短修業年限等，此時，中學校修業年限縮短為四年，招收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生之高等女學校改為二年，實業學校男子改為三年、女子改為二年，高等學校高等科由三年縮短為二年，大學本科由三年縮短為二年。中等以上學校數不斷增加之結果，1944年，計有職業補習學校90所、職業學校27所、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各22所，專科以上學校除前述者外，1944年另有私立台北女子專門學校之設。然而，台人入學機會公平之要求，並未獲得滿足，亦即是總督府始終未公平開放平等共學機會。

綜觀日治全期，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乃是以漸進原則，採逐步強化的同化主義方針，亦即是以「現代化」取向的同化教育政策企圖改變台灣社會。而教育制度之設計，則長期存在差別待遇和隔離政策，此乃日治時期台灣教育之基本特徵。
2、 初等教育設施公學校為殖民教育之重心

初等教育設施為總督府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機關。1896〜97年，先後在全台各要地設國語傳習所16所、分校18所，招募台人子弟入學，以教授日語為主。1898年7月，進而頒布「台灣公學校令」，以地方經費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施以日語、道德、實學等教育。就教學時間觀之，國（日）語科（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每週教學時數占總時數的十分之七，其餘修身、算術、唱歌等科不過是強化日語教學效果的輔助科目罷了。

鑑於傳統書房仍頗具勢力，一時廢除不易，乃因勢利用，頒布「關於書房義塾規程」，正式將書房納入管理，規定書房應漸加設日語、算術，企圖使書房變成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然而，書房大多固守舊態，故最初數年台人子弟入學書房較公學校踴躍，1898年，書房數1,707所，學生29,941人，公學校數76所、學生6,636人；1903年，書房數1,365所、學生25,710人，公學校數146所、學生21,406人；翌年起，公學校學生數始超越書房。

概言之，1919年以前，公學校擴充甚緩，入學率長期均甚低，直至1915年度仍不及10％（只占9.6％），加以在學中異動甚大，中途退學者，1911年度以前平均高達三分之一，其後雖逐年下降，至1918年度仍占八分之一，若累計1899〜1918年度的公學校畢業生，計有53,401人，只占1919年台人總數3,538,681人的1.51％。明顯的，能完成公學校普通教育者為數甚少，無怪乎，日人表示台灣的普通教育毋寧稱之為「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據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觀察，當時公學校畢業生即可在殖民政府中找到雇員及通譯工作。

1919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開始致力於公學校之增設，1919〜1932年間，公學校由438所增為715所，學生數由125,135人增為209,946人，就學率遂由20.69％提高為28.60％；其後，入學率迭增，1931年，公學校增為761所，學生數265,788人，就學率33.76％，1935年，公學校增為781所，學生數365,073人，就學率提高為41.4％，1940年，公學校增為825所，學生數621,450人，就學率已達57.4％。

1920年代，台人有識之士已一再要求台灣初等教育宜實施六年義務教育，惟總督府當局至1937年始認為台灣實施義務教育之機運已漸成熟，乃於1939年制定義務教育實施要綱，1943年正式實施六年制義務教育。是年，學齡兒童就學率為65.7％，翌（1944）年，增為71.2％，1945年，則超過80％。要之，日治後期初等教育迅速成長固然有肋於日語的普及，但不可否認的亦有助於現代基本知識的傳播，促進台灣社會現代化。

日治初期，書房因是漢文教育的主要機關，故一時呈蓬勃之勢，惟總督府講求策略，一面在公學校設漢文科，每週上課4〜5小時，延聘一些受尊敬的書房教師及士紳擔任教席，並編印「漢文讀本」作為教材；一面依據「關於書房義塾規程」，加強管理書房。其結果，書房漸次衰微，1910年，其數減為567所、學生數15,811人，1918年，減為385所、學生數13,314人；同時，1910年代中期各地開始出現比照公學校之學科、教材等實施教學的「改良書房」。尤其是1922年，新「台灣教育令」頒布後，公學校之漢文科改為選修科目，而書房被納入「私立學校規則」之管理下，獲准設之書房均須教授日語、修身、算術及其他公學校規定的科目，從此書房已完全轉變成代用公學校，名符其實是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十年間，書房數始終維持在130〜160所之間，學生數亦維持在四、五千人，約占公學校學生數的15〜20％。此時，固守舊態的漢文書房一方面不時遭到總督府的取締和查禁，一方面則遭到台人新知識分子的批判，其生存威脅與日俱增，而至無法再公然開班授徒，唯有轉入地下，隨時抱著被取締之威脅感。

1937年，公學校正式廢除漢文科，漢文書房全遭查禁，其後，合法設立之書房只餘10餘所、學生數不足一千人，已無足輕重。迨至1943年，總督府頒布廢止私塾令，於是書房遂完全停辦。

總之，受到客觀環境之影響，式微中的書房雖經質變，亦不免自歷史舞台消失之命運。
3、 推廣日語為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手段

    本乎「語言同化主義」，日治不久台灣總督府即確立「國語普及」教育政策，日語教學成為公學校課程之重心，由是公學校成為最重要的推廣日語機關。同時，據規定公學校得依地方狀況別設速成科，以推廣日語。因此，1905、1906年之際，各地公學校紛紛附設國語夜學校、國語普及會、國語練習會等社教設施，募集未入學民眾，義務實施日語教育，惟不久因效果不彰而停辦。

1910年代中期，當台灣社會掀起放足斷髮熱潮時，總督府當局因勢利用，鼓勵全台各地社會領導階層組織國語普及會、風俗改良會等社教團體，由是具社會教育性質的「國語普及」運動於焉展開。最初，係以社會中、上階層為主要教育對象，經費自籌。

1920年，進行「地方制度改革」時，明文規定州、市、街、庄協議會員宜以「國語」為會議用語。以此為契機，各市、街、庄等地方公共團體紛紛編列經費，直接開辦或補助推廣日語設施，由是國語練習會成為公共團體常設的或各社教團體經常開辦的事業之一。然而，因此一時期台灣社會對學習日語仍欠缺自發性的「必要感」，故未熱烈響應「國語普及」運動，使得該運動無法迅速推展；尤有甚者，在有識之士的倡導下，掀起漢文復興運動、白話文運動、台語羅馬字運動、台灣白話字運動等反「國語普及」運動之浪潮，益使「國語普及」面臨挑戰。上述各種反「國語普及」運動雖然不斷遭受總督府的干涉和壓制，但仍持續十餘年而歷久不衰，因此不僅有力地阻遏了「國語普及」運動之發展，且有助於台語的保存及漢文的維護和改革。

1931年，總督府頒布「關於台灣公立特殊教育設施令」，正式確立在市、街、庄設立國語講習所作為簡易日語教育設施。於是，在全台各地普設修業一 ~四年的國語講習所、修業三~六個月的簡易國語講習所等，作為常設的教育機構，州廳及國庫給予經費補肋。不少被當局認為辦理成續優異的「模範書房」紛紛被改制升格為國語講習所。

1933年，總督府訂定「國語普及十箇年計畫」，以全台每一部落（案：部落意指社區，係當時專有名詞）設一講習所為原則，預定10年內使懂日語台人比率達到50％以上。為達成此一目標，於是更積極動員各地公學校及各州教化聯合會所屬部落會、鄰保會、部落振興會等部落教化團體，以相配合。隨之，發起部落振興運動，而以「國語普及」作為部落教化的首要任務，尤其是1937年「皇民化運動」倡起後，使台人習得並常用日語更是被視為徹底皇民化的要件，因此徹底普及日語和普遍常用日語成為皇民化的中心目標，也因此「國語普及網」之佈建與「國語常用運動」之展開逐漸推向高潮。在「國語普及網」佈建方面，國語講習所及簡易國語講習所大量增設，1931年為873所、學生35,649人，1935年躍增為2,383所、學生137,148人，1940年更增為15,833所、學生763,263人。當時，全台約分成五千個部落，顯然的，講習所數已遠超過一部落設一講習所之目標，足見「國語普及網」密度之高。

除普遍設立國語講習所和簡易國語講習所外，總督府及各州廳開辦國語講習所講師講習會、研究會或養成所；另設置招收六歲以下幼兒的國語保育園，以及招收失學學齡兒童的特設國語講習所等。要之，1940年前後，總督府已在全台佈建嚴密的「國語普及網」，故接受日語教育的台人大為增加，懂日語的台人數呈激增現象，1932年，約100萬人，占台人總數22.7％；1936年增為約165萬人，占台人總數32.3％；1940年增達280餘萬人，占台人總數51％，已超過「國語普及十箇年計畫」的預期目標。

鑑於台人學習日語風氣日盛卻未必常用日語，總督府乃利用1937年報紙取消漢文版之機，通令全台官公衙職員無論公私生活宜常用日語。同時，指示各州廳動員各教化團體，致力於家庭、部落及市街庄的「國語化」，以期開啟徹底常用日語的新局面。於是各州廳相繼制定有關表揚「國語常用者」、認定「國語家庭」及建設「國語模範部落」等之具體方案。從此，「國語常用運動」熱烈地展開。

為使台人家庭「國語化」，各地相繼設立「國語常用家庭」認定制度，制定獎勵辦法，設置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經認定為「國語常用家庭」者，則加以表揚，並給予各種優先權。據調查，至1942年4月「國語常用家庭」有9,604戶、77,679人。

1943年起.，皇民奉公會進而展開「國語常用強化運動」，在各地分會設「國語推進員」，結成「國語推進隊」，以督導各地民眾徹底過著「國語生活」，並訂每月1、11、21日為「國語日」，定期表揚所謂「國語生活優良者」。

由於1930年以降「國語普及」運動不斷強化，其結果，懂日語的台人數呈激增之勢，迨至日治末年，日語普及率幾達80％，遠高於朝鮮的35％。儘管如此，終日治全期總督府始終面臨日語無法完全取代台語之問題。易言之，儘管習得日語的台人數不斷增加，惟日語始終未成為台灣社會的生活語言。總督府強制普及日語的結果，不過使台灣變成一「雙語言並用」社會，台人始終欠缺自發性語言統一意識。

其次，明顯的，台人始終視日語為外國語文，並未對之產生認同。亦即是台人並未因學習日語而被同化。

儘管日語未取代台語而成為台人的生活語言，且未收到顯著的語言同化成效；然而，無可否認的，日語成為台人吸收現代知識的主要工具，尤其是1930年代以降日語普及率急劇上升，對台灣社會的現代化有相當的促進作用。台人透過日語吸收現代西方的基本科技和文化，接受現代的衛生觀念，新觀念和新制度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中，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現代化遠較鄉村居民深刻。

頗具諷刺意味的，總督府強制普及日語的結果，日語卻成為不同方言的台人間的「共同語言」，有助於台人的融合和共同意識的形成。此外，由於台、日語長期並存和接觸，逐漸產生日語名詞台語化現象，不少日語名詞成為台語的語彙或漢文的詞彙，迄今仍為一般台人所常用。

4、 中等教育偏重初級職業教育

如前所述，日治前期總督府並未建立完整的教育制度，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極不完備。台人的中等教育設施僅有國語學校國語部，修業年限最初為三年，1905始延長為四年，較日本國內中學校短少一年，至1919年計有畢業生492人。1914年，林獻堂等台人士紳募集25萬圓，請願設立中學校，讓台人子弟就讀。翌年，乃有公立台中中學校之成立，惟其修業年限只四年，修畢公學校四年課程即可報考，課程較偏重日語、漢文、實業等科目，英語則為選修科，顯然迥異於日本國內之中學。

1919年，依據「台灣教育令」設立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其修業年限仍均較日本國內短少一年，前者課程仍較偏重日語、.漢文、實業等科目，後者則偏重日語、裁縫、手藝等科目。1922年，新「台灣教育令」頒布後，雖然中學與日本國內取得一致，且不斷擴增，但因對台人入學人數頗加限制，故台、日人之入學機會難易十分懸殊，以中學校為例，1922〜1940年間平均錄取率，台人僅15.9％，日人則高達51.5％，據1943年度『台灣學事一覽』統計，迄至1942度，中學畢業生計有台人男8,430人、女8,834人（內含原住民男、女各4人）、日人男10,631人、女20,289人。

雖然日治前期職業教育設施亦欠完備，僅先後設有國語學校實業部、農事試驗場、糖業及工業講習所等培養初級技術人員之設施，但因應殖民地經濟發展之需求，總督府顯然較重視職業教育，迄至1919年，農業試驗場結業生計907人、糖業講習所363人、工業講習所192人。

1919年，依據「台灣教育令」，設立三年制的工業、商業及農林學校各1所，程度只相當於日本國內的乙種實業學校。同時，在公學校附設修業二年的公立簡易實業學校，為一速成的職業教育機關，論者認為此一偏重中等職業教育之設計旨在使台人投入殖民經濟下迅速成長的工商部門，以應技術及半技術勞工之需求，使得技術勞工不必再完全仰給於日本。

延續此一政策，1922年以後，中等職業教育尤其是實業補習學校之發展，遠較中等普通教育顯著，就入學機會觀之，工業、商業學校長期均是日籍生占多數，平均約占三分之二；農林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則以台籍生占多數。據1943年度『台灣學事一覽』統計，職業學校畢業生計有台人男6,061人（內含原住民21人）、日人男5,675人。至於實業補習學校台人畢業生，終日治時期約有3萬人之譜。此外，女子職業教育則以家政女學校為主。要之，中等教育始終偏重初級技術人員養成教育。
5、 精英教育配合殖民政策而頗具特殊性

日治時期台人的精英教育頗具特殊性。鶴見氏（Patricia E. Tsurumi）指出日治前期總督府僅有限度擴充公學校，並盡可能防止台人產生接受較高的教育、較優越的社會地位及較好的就業機會等需求，只希望公學校畢業生仍追隨其父兄務農和經商，或成為新工業的半技術工人，只有少數較為優秀的方鼓勵其投考國語學校師範部或醫學校，教師及醫師成為少數台人得以合法尋求上昇流動的兩個主要安全瓣。易言之，1919年以前，國語學校及醫學校是當時兩所台人的最高學府，為當時台人精英之搖籃，若累計兩校的畢業生，僅得2,151人（前者165人、後者486人），只占1919年台人總數的0.06％。無怪乎，時人將該兩校比作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大學。1920年代，該兩校出身者紛紛成為台灣社會的中堅人物，其不僅是專業人才，且是實業、政治等各界的活躍人物。

就師範教育觀之，1900年代中期起，招收台籍生的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錄取率約15〜20％。1919年，國語學校改制為台北師範學校，並陸續增設台南、台中、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師範學校的入學競爭更加激烈，1922〜1940年間，公學師範部普通科台籍生平均錄取率為5.1％，最低時僅2.3％，講習科為13.9％。資質極其優秀方能考取，自不待言。終日治時期，師範學校始終扮演社會領導階層搖籃之角色。1896〜1942年，師範學校畢業生計有台人7,314人、日人6,765人。

就醫學教育觀之，1900年代中期起，醫學校錄取率只約10％，可說是有志升學的台人子弟之第一選擇，1919年以後，隨著學制之改革，醫學校改制為醫專，1936年併入台北帝國大學，稱為附屬醫學專門部，並另設醫學部，更是台人精英分子所競趨之目標。迄至1945年獲得台北帝國大學及中央研究所博士學位的台籍人士計有98人，除徐水泉、徐慶鍾為農學博士外，其餘的均為醫學博士（註一）。若略作統計，1896〜1945年度，醫學校畢業生計有台人1,771人、日人794人。

1920年代以後，主要的精英教育機關尚有台北高等學校、台北帝國大學及農林、商業、工業等專門學校。台北高等學校設於1922年，其畢業生可升入台北帝國大學或日本國內各大學。台、日籍生人數頗為懸殊，台籍生必須極其優秀始有希望入學。若累計1928〜1945年的畢業生數，計有台人591人、日人2,035人，其中，台人習醫者358人，占60.6％，習法者85人，占14.4％，充分反映出當時台灣社會精英競趨於醫、法二途。

1928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初設文政及理農兩部，其後，增設醫學部、工學部。至1943年度，畢業生計有台人161人、日人677人，其中，文政學部台人45人、日人277人，理農學部台人37人、日人303人，醫學部台人79人、日人97人。此外，至1945年，醫學部畢業生計台人130人、日人145人。明顯的，台、日人數極其懸殊，該校非為台人而設，自不待言。

至於專科教育，1919年起，先後設立農林、商業及工業等專門學校，最初係招收公學校畢業生，修業六年，1922年以後，改為招收中學畢業生，施以三年的專業教育，若略作統計，1921〜1942年度，農林專校畢業生台人99人、日人716人，商業專校台人425人、日人1,607人，工業專校台人162人、日人610人。明顯的，台、日人數相差懸殊，台人平均只占日人的四分之一。由此充分反映共學始終徒具虛名，台人子弟必須極其優秀方足以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就所習學科觀之，呈現極度失衡現象，以習醫者占絕大多數，占在台受過高等教育者總數的70％。

由於台灣高等教育機關之設立，係本乎特殊目的和任務而設，因此其師資、課程、學科及研究風氣等常顯示其特別之處。醫學校係因應防治台灣熱帶傳染病之需而設，故該校官制中明文規定校長可制定有關熱帶醫學研究之規約。1918年，該校增設熱帶醫學專攻科。其後，熱帶衛生學、熱帶傳染病學等成為重要的學科。1939年，設熱帶醫學研究所，附屬於台北帝國大學，該所設熱帶病學科、熱帶衛生學科、細菌血清科、化學科等，研究成果豐富，使醫專儼然成為亞洲熱帶醫學研究的重鎮，並培養不少傑出的熱帶醫學人才。

農林專校之學科除注重專門學科之外，另增設專攻科目，且必須寫畢業論文。同時，該校十分重視實驗實習和演習，故除增加該課程之時數外，並設有廣大的農場及演習林。演習林有二，台中演習林面積達312餘甲步，台南演習林面積達340餘甲步。台北高等商業之設，係為了培養在台灣、華南、南洋從事商業之專業人才，因此，學科中第二外語規定必須學台語、中國語、馬來語、荷蘭語等，並特設華南及南洋經濟事情、東洋經濟事情、台灣事情、殖民地法制、熱帶衛生學、民族學等科目。此外，設有華南南洋經濟事情研究調查課及華南南洋經濟事情研究會，發行有關調查研究小冊子叢書及南洋雜誌，並經常徵集有獎論文，舉辦講演會、展覽會等。台南高等工業之設，則是為了培養台灣工業發展所需之人才，其最初所設的機械、電氣、應用化學三科，乃是與台灣工業關係較密切者。

至於台北帝國大學，更是積極致力於發展成為華南、南洋研究之中心。該校初設政學、文學、史學、哲學、生物、化學、農學、農化等科。採講座制度，初有35個講座，其後陸續增加。教師數平均高占學生數的60％以上。在講座中，均是以台灣為中心進行研究而能發揮特色者，例如南洋史學、土俗學、人類學等即是，心理學著重民族心理學，語言學亦大多以華南、南洋語言作為教材，倫理學則打破向來只講西洋倫理學之慣例，而特別以東洋倫理學為名，不侷限於中國，而著眼於整個東洋去闡發其特色。理農學部所有的學科亦以台灣為中心，其內容特色係分為熱帶和副熱帶而進行研究，以其特有的動物、植物、產物等作素材。迨至1942年，講座已增為114個。此外，該校先後設了11個研究所，至1939年底，圖書館藏書已達41萬冊，1945年日本投降時，已增為約50萬冊。該校對華南、南洋之研究不斷增強，先後附設「熱帶醫學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資料科學研究所」等三個特殊的學術研究機構。該校之學術研究無論是人文、自然或應用科學，總督府經常給予經費之補助，故該校之研究每與日本政府之政策密切配合，研究成果常成為總督府及日本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
6、 留學教育為新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搖籃

由於殖民統治下台灣的教育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及充分且公平的教育機會，加上時代潮流之刺激，故日治時期留學教育呈日漸蓬勃之勢，非但足以補台灣教育之不足，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更是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成員。就留學地區而言，略可分為日本、中國大陸及歐美等三部分，當時留日因在語言、交通及其他因素等均較為方便，留學生數遂遠較赴其他地區留學者可觀，影響也較大。

日治不久即有台人赴日留學，1895年12月，台北大稻埕牧師周耀彩之子周福全赴日就讀明治學院普通科。翌年春，台北富商李春生東遊日本，亦攜子弟數人至日入學。其後，踵繼者不斷，1902年之際，東京地區已有台灣留學生30餘人。據總督府統計資料顯示，1907年以降，留學生呈迅速增加之勢，1910年有132人，1915年增為325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起，加速增加，1920年增為649人，1925年為828人，1930年增為1,317人，1935年躍增為2,185人，1942年已多達7,091人，事實上，上述統計較實際數偏低許多，據學者研究指出，日治最後十年實際的留學生數可能較官方統計數字多出數千人。

留日學生就讀的學校包括小學、中學、職業學校、特殊學校及大專等。大體而言，1918年度以前，留學生中以接受初等及中等教育占絕大多數，大專以上的留學生平均占八分之一。該年度開始，大專以上的留學生比率躍升為五分之一。其後，逐年上升，1926年已占三分之一，翌年起，長期均占五分之二以上，1934年更高達半數以上。足見台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同時，亦反映出由於台灣的專科以上學校有限，加以教育機會未能公平開放，許多優秀的學生完成中等教育之後即無法再升學，而在日本則無上述缺失，升學反較容易，故有志之士乃競相赴日接受高等教育。

1920年代以降，留學生以修習醫、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占多數，尤以習醫者最多，平均占五分之二；其次，法科約占五分之一；再其次，商科及經濟科合計亦約占五分之一。當時，習醫風氣最為熾盛，而赴日投考醫專反較在台容易錄取，故富家子弟無不趨之若騖。赴日習醫者絕大部分就讀醫專，尤以東京醫專及日大醫專兩校人數最多。由於習醫者人數多，故成績亦最突出，據初步統計，日治時期獲得博士學位的留學生至少有116人，除葉清耀是法學博士（明治大、1932）外，其餘的均是醫學博士（註二）。

修習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亦頗為踴躍，固然與日本政府對留學生的選科並不加干涉或限制有關，實際上乃是反映時代的影響及社會的需求。通常法科畢業生最佳出路是進入司法界或政界，是以參加日本國家司法科或行政科高等考試似係他們首要的目標，迄至1930年為止，司法科高考及格者計有28人，行政科高考及格者7人，分別出任司法官、律師或日本、台灣的高等理事官。據時人指稱，日治全期通過司法及行政科高等考試者約100人。商科及經濟科畢業者或創業，或為各企業機構所羅致。

綜合各項資料，台人赴日留學者多達20萬人，其中，大專畢業生約6萬餘人，顯然的，留日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遠多於台灣殖民精英教育設施所培養的，足見殖民教育體制何等無法滿足台灣社會精英的教育需求。

關於留學歐美狀況，首位留美學生為周再賜，於1915年赴美進修神學。從此，逐漸開啟留學歐美之風氣，終日治全期，留美人數約60人，留學英、法、德等歐洲各國者約30人，其中，仍以習醫者最多，習商業及經濟學者其次，而理工、法政、人文，甚至軍事，均有人修習。

至於前往中國大陸留學者，最初由於總督府頗多限制，故為數不多。1920年代以降，日漸倡成風氣，絕大多數集中在廈門、廣州、上海、北京、南京等地之學校。雖因資料不全其總人數不得其詳，惟至少有數千人。

綜上可知，日治時期，以留日為主流，留學教育曾塑造了為數相當可觀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人數超過台灣島內殖民精英教育機關所培養的6倍以上。影響所及，日治後期，留學返台的社會精英漸取代只接受台灣殖民教育的社會精英，而成為社會領導階層的主體。就教育資格觀之，固然習醫者為數最多，惟修習其他各專業學門者所在多有，他們成為帶動社會發展所需的各種專業人才，由是而彌補了台灣殖民教育之偏頗和不足。
7、 社會中、上階層子弟為殖民教育的主要對象

日治初期，總督府對士紳、富豪等台灣社會中、上階層，係採安撫籠絡政策，在教育方面，儘管初期教育制度頗不完備，然而在行政上卻極力爭取各地社會領導階層的支持。早在國語傳習所時代，即利用地方有力人士協助募集學生，一方面順應台灣社會的實際需要，對傳統的書房採溫和的漸禁政策，准許士紳在法規的監督管理下，繼續開辦書房。另一方面，利用社會領導階層之力成立公學校，並在公學校設漢文科，延聘地方上受尊敬的書房教師及學者擔任教席；同時，極力向社會中、上階層鼓吹新教育的好處，呼籲其停止支持書房，將子弟送到公學校就讀。要之，此即是以中、上階層子弟為勸誘對象的教育政策。

最初，上階層家庭常稱公學校為「番仔學校」，認為課程中除漢文之外，餘均屬「番仔書」，不願其子弟習夷狄之學，故多選擇入書房。然而，不久漸接受勸誘，順從新教育潮流，讓子弟就讀公學校。故1904年以降公學校學生數遂超過書房，且逐年增加，惟總督府長期固守該政策，並不急於普及教育於一般平民子弟。1908年，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檢討台灣教育之成效時，特別強調雖然日本國內實施義務教育制度，但台灣則無此必要，蓋盡可能教育上流或中流以上家庭之子弟，乃是殖民政策之良策。時任美國駐台領事阿諾德（J. H. Arnold）亦批評，台灣的教育與其說是為平民而設，毋寧說是為了特權階級。職是之故，公學校長期擴充甚緩，未能因應學齡兒童入學之需求而增加，以致1910年代初年已發生公學校無法收容全部申請入學者之現象。學者研究亦指出日治前期公學校學生絕大部分來自富裕家庭。

社會中、上階層態度的轉變並不止於對公學校的接受，1900年代後期，西方人指出台灣社會中、上階層已產生接較好的中等以上教育之需求。據筆者研究顯示，日治時期台灣師範學校台籍生之家庭背景始終是以中、上階層家庭子弟為主體，甚至不乏富豪子弟，而醫學校學生之家世背景更不例外，概均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至於留學生，無疑的絕大多數是富家子弟。日治之初，總督府當局及日人民間團體台灣協會即不時慫恿和協助富家望族將子弟送至日本求學，故早期留日學生概係富家望族子弟，例如台北富商李春生家、彰化楊吉臣家、高雄陳中和家、台中霧峰林家及板橋林家等均是直接將子弟送至日本求學。即使1919年台灣教育令頒布後，富豪子弟逕赴日本或其他地區求學之風氣仍只見增強而未嘗梢減。總督府表示，由於當時的學校除了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較日本國內的男、女中學程度低之外，專科學校只有台北醫學校，其可收容的學生有限，故台灣較重視子弟教育的富豪乃將達到入學年齡的子弟送到日本。鶴見氏研究指出：當時台人的上流階層所要求的是一流的中等及高等教育，而非職業教育，然而總督府所建立的教育制度只忠實地反映日本的初等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欠缺培養年輕人使成為國家的政、經領領導階層之中、高等教育機關，因此台灣的富豪遂不願其子弟就讀殖民地的中、小學，而直接將子弟送到日本讀小學、中學、專科或大學等。

雖然日治之初社會中、上階層對殖民政權有不同的因應態度，然而，其後絕大多數對殖民新教育的態度似無甚差異。接受殖民政權者紛紛送子弟就讀島內最高學府或遠赴日本留學，自不待言。抗日或退隱者，甚或內渡者，亦多未排斥或拒絕接受日本的教育，其子弟因接受較好的教育，故非但足以維持其家族原有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於不墜，甚至躍居殖民政權下社會領導階層的中堅地位，較其上一代更具社會聲望和影響力。

綜上可知，無論在台接受教育或是留學海外，社會中、上階層子弟，尤其富豪及士紳子弟，可說是新教育的重心，此一現象一則顯示總督府以中、上階層子弟為對象的教育政策確實收到相當效果。誠如藍蘭（H. J. Lamley）之研究指出：「當經過若干時間後，士紳接受此一時期的教育變革之傾向，表現在其子弟接受學校教育上。全島許多士紳子弟紛紛進入官立學校。有時，富紳子弟亦前往日本升學。送子弟入學接受近代日式教育的，並不限於與殖民政權妥協或適應近代潮流的士紳，甚至連不滿新政權而退隱的士紳有時亦讓子弟入官立或公立學校接受教育。……迨至1920年代，名人錄上顯示許多醫師、律師、教師，甚至（在日本的）記者、官吏，都是地方士紳的子弟。」一則顯示富豪士紳重視子弟教育之傳統的延續，正如鶴見氏所說的，若回顧清代台灣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育在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功能，則台人旋即接受日本較高教育作為改善其生活狀況的手段，實不足為奇。

不過，就現代開放、自主的社會觀之，教育機會平等是一種規範和理想，中、上階層接受較好教育的機會實遠大於下階層。故衡諸日治時期，台灣社會中、上階層子弟為新教育尤其是中等以上教育的主要構成員，並非殖民地的特殊現象，只是殖民政府的刻意引導下顯得更加突出罷了。
8、 結語

綜括而言，台灣總督府頗能有效地貫徹其以初等教育為重點而以日語教學為課程中心之政策，尤其是日治最後十餘年間公學校及日語加速普及，對台灣社會現代性的形成實頗有促進之作用。易言之，具現代化取向的殖民教育給台人生活帶來決定性的改變，此一現象在城市地區遠較鄉村顯著和深刻，遂使台灣成為具相當程度現代性的殖民地社會。現代性的形成及日語成為共同語言，有助於不同地域族群之間畛域的消除及台灣意識的共識之形成，亦可說是殖民教育始料所不及的成果。

關於殖民教育貫徹同化政策之程度，亦即是教育對台人認同的影響如何之問題，則是個複雜且仍無法明確論斷之問題，此問題對當時大多數一般台人似無甚意義，而就受過殖民精英教育及留學出身的知識分子觀之，其生活形態和態度與日人相當接近，似顯示同化教育相當成功，儘管如此，這些為數可觀深受日本教育和文化洗禮的知識分子中，有許多人反而是1920年代民族運動的急先鋒，掀起反殖民統治體制之浪潮。其中，激進派之主張全盤否定殖民政權，固不必論；溫和派即使承認日本的統治，在日本法律容許的範圍內要求改革殖民體制及取消種種不平等待遇，但其仍強調台灣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特殊性，抨擊同化政策不當，顯然並未全然放棄台人的立場，無條件地認同日本。

要之，台人深知總督府長期本乎差別待遇原則設計的教育制度，只偏重初等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明顯不足，充其量不過企圖將台人同化在日本社會的底層，由是而激發台人的不滿和自覺，成為反同化主義的動力，阻礙了對日人和日語的認同。
肆、註釋

註一：據國立臺灣大學編「原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受領者名簿」（1945）及其他有關資料，查得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者計有盧萬德、陳景崧、羅福嶽（以上1942年獲得）、黃文苑（1943年獲得）、莊金座、林清安、翁嘉器、李朝欽、張溫流、徐傍興、張克繩、楊東波、洪孔達、沈孝猷（以上1944年獲得）、陳石鍊、翁廷俊、林天祐、李達莊、王耀東、謝伯潛、游高岩、陳天機、何開洽、邱雲賜、葉炳輝、詹湧泉、許燦煌、林金龍、鍾有成、彭明聰、李鎮源、林茂、廖月兒、王毓麟、陳嘉得、傅濬岳、賴博文、張俊發、鄭培禮、黃登雲、吳家鑄、郭金培、劉傳來、謝水居、林千種、王經授、楊李拱屏、鄭宜秋、謝振聲、李永樂、詹益恭、蔡國銘、劉阿樓、許金六、許南陽、林敬邦、方錫玉、廖貴盛、邱林淵、張天縱、張時聰、蔡惠郎、黃文賢、黃共睦、徐淵智、邱水生、蕭雲嶽、余錦泉、張山鐘、王清木、汪啟源、楊維新、傅雄飛、石孜理、劉聰慧、何禮棟、歐陽澄濱、邱仕榮、郭宗煥、張秋屘、李枝盈、葉作舟、邱雲鵠、李浚德、陳萬居、王意誠、林炳坤、簡德旺、鄭傳對、林躍蛟、陳桂子、洪挑、歐陽兆和、黃克東、黃謙禮（以上1945年提出論文，1946年獲得）等95人；葉貓貓獲中央研究所醫學博士；另徐水泉、徐慶鐘於1945年提出論文，1946年獲農學博士。
註二：獲得醫博士的留日學生先後有杜聰明（京大、1922）、吳場（東大、1927）、洪長庚（東大、1928）、廖溫仁（京大、1928）、廖煥章（京大、1928）、陳新彬（東大、1929）、劉清井（東大、1929）、王祖檀（東大、1929）、施江南（京大、1930）、郭東周（慶應、1930）、林澄清（東大、1931）、戴神庇（慶應、1932）、賴尚和（京大、1932）、黃文陶（京大、1932）、張乃賡（京大、1933）、郭松根（京大、1934）、邱賢添（京大、1934）、黃演烺（京大、1934）、高敬遠（岡山、1934）、傅元煊（京大、1934）、陳宗惠（慈惠、1934）、呂阿昌（京大、1935）、陳茂堤（慶應、1935）、徐永壽（東大、1936）、孟天成（滿洲醫大、1936）、陳彩龍（慶應、1936）、黃朝清（慈惠、1936）、巫永昌（名大、1937）、陳增全（京大、1937）、黃逢時（京大、1937）、吳行全（名大、1937）、林全忠（京大、1937）、林水源（東大、1937）、邱德金（東大、1937）、陳嘉音（名大、1937）、陳紹楨（東大、1937）、張進通（九州、1938）、高天成（東大、1938）、賴其祿（京大、1938）、邱雲福（九州、1938）、梁宰（九州、1938）、陳鳩水（京大、1038）、林長庚（慶應、1938）、周百鍊（長崎醫大、1938）、林松生（千葉、1938）、王人喆（京大、1939）、許世賢（九州、1939）、林茂生（名大、1939）、許武森（名大、1939）、蔡錫琴（慶應、1940）、韓石泉（熊本、1940）、江塗龍（滿洲醫大、1940）、簡仁南（滿洲醫大、1940）、李騰嶽（京大、1940）、蔡國蘭（京大、1940）、黃文（京大、1941）、張紹濂（岡山、1941）、李克承（長崎醫大、1941）、陳景彬（岡山、 1941）、蔡錫書（名大、1941）、石天之樞（岡山、1941）、葉山松榮（京大、1941）、謝指南（大阪、1941）、劉慶蘭（大阪、1941）、黃演燎（大阪、1942）、董恆雄（京大、1942）、吳景徽（京大、1942）、許溎樵（東大、1942）、吳景謨（名大、1943）、李祐吉（熊本、1943）、魏炳炎（東大、1943）、林田健男（東大、1943）、黃乾泰（岡山、1943）、武井光三（名大、1943）、程丁茂（千葉、1943）、鄭燈蕋（名大、1943）、林阿安（東大、1943）、王金茂（慶應、1944）、吳友慕（慶應、1944）、林阿能（東大、1944）、梁川元（滿洲、1944）、魏火曜（東大、1944）、陳藍田（新潟、1944）、池田和弘（長崎、1944）、林天賜（京大、1944）、黃金江（慈惠、1945）、徐千田（九州、1945）、廖貴英（九州、1945）、林啟宗（九州、1945）、齊藤桂三（九州、11945、張武（名大、1945）、鄭澤生（熊本、1945）、謝振仁（名大、1945）、董大成（九州、1945）、傅祖德（京大、1945）、廣內瑞夫（東大、1945）、吳壽典（千葉、1945）、林博彥（熊本、1945）、鄭翼宗（慈惠、1945）、永村鴻（九州、1945）、郭文檀（名大、1945）、徐俊貴（熊本、1945）、鄭錦城（九州、1946）蘇坤坡（東北、1946）、許強（九州、1946）、黃登洲（新潟、1946）、蘇丁受（九州、1946）、吳基福（日本醫大、1946）、林天定（東大、1946）、陳汝傑（慶應、1946）、陳神傳（東大、1946）、梁川清（滿洲醫大、1946）、重光政彥（熊本、1946）、王洛（國立公共衛生學院）、莊桃（名大）等。以上係據井關九郎監修「學位大系博士錄」（東京，1939）﹔能勢岩吉「日本博士錄」（東京，教育行政研究所，1956）﹔章子惠「臺灣時人志」（臺北，1947）；「臺灣醫學會雜誌」第37〜43卷（1938〜1944）。
伍、關鍵詞

差別待遇




同化主義

公學校





書房

臺灣教育令




新「臺灣教育令」

隔離政策




語言同化主義

雙語言併用




義務教育

國語普及運動



國語常用運動

陸、問題討論

1. 試述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制度之演變。

2. 試述日治時期台灣教育之特色。

3. 試訹日治時期殖民教育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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